科技型孵化器绩效影响因素的模糊集组态分析
——以广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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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更好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更好地促进科技型孵化器产生高绩效，以广州市25家【确定数字】科技型孵化器为研究样本，借助“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模型，运用组态思维和 fsQCA方法整合技术、组织、环境3个层面5个条件因素，探讨影响科技型孵化器绩效的多维组合因素和促进路径。研究发现：（1）科技型孵化器绩效受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而非某一个因素单一的影响；（2）实现科技型孵化器高创新绩的效路径有4条，即政策主导驱动型、“三力”协同驱动型、环境信号驱动型和服务能力驱动型；（3）在4条高创新绩效路径中，其中3种构型中政府补贴都发挥了重要驱动作用，但仍有一组构型中政府补贴并无驱动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孵化器自身进一步完善新型研发机构的顶层设计，构建资源获取与资源驱动生态闭环，完善孵化器内部资源运行机制；政府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分类扶持不同发展路径的科技型孵化器；孵化器管理部门对不同类型的孵化器制定不同的管理政策或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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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zy Set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ubator Performance: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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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2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ubators in Guangzhou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using the TOE theory framework model, using configuration thinking and fsQCA method to integrate the above three levels and five condition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ulti-dimensional combination factors and promotion paths that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ubators.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 (1) The perform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ubators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rather than a single factor; (2) There are four effective paths to achieve 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ubators, namely, policy-driven configuration, three-force cooperative configuration, environmental signal-driven configuration and service capability-driven configuration; (3) Among the four 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paths, government subsidies play an important driving role in three configurations, but there is still a group of configurations where government subsidies do not play a driving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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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企业孵化器在我国也称“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或“创谷”。它通过为新创办的中小企业提供办公场地、基础设施、基础创业服务以及创业资源，进一步降低创业者的创业成本与风险，提高企业存活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对初创企业的存活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企业孵化器在我国台湾省称为“育成中心”，在欧美等地则称为“创新中心”（innovation center）。截止到2018年，全球约有7 000个企业孵化器，大部分的孵化器都需要得到政府的运营或补贴。在我国，过半数企业孵化器营收都在靠政府“输血”，创业孵化器往往会迎合政府补贴的需求去做一些事情从而提高获取的补贴金额。近年来，我国政府对于孵化器的补贴金额在逐年“退坡”，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对于擅长迎合政府脚步还是脚踏实地创新的在孵企业而言，无疑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作为政府，补贴“退坡”向孵化器或在孵企业释放的信号则是筛选出高质量在孵企业，提高补贴利用效率。在此趋势与常态化疫情防控之下，2020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双创”示范基地建设，通过盘活闲置厂房、高效利用土地等加强对“双创”重点项目支持，政府投资的孵化基地等要将一定比例场地【残缺句表意不明】。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浪潮之中，孵化器在资源的运营、在孵企业的管理等方面的方法手段都在不断变化，影响孵化器与在孵企业绩效的因素也在不断增多，并且呈现出非线性、并发的态势。我国政府为了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施行了孵化器认定、经费奖补等措施，旨在促进科技型孵化器和初创企业的发展。实际上，科技型孵化器绩效是一个受到多重因素联合作用和多方因素组合协同互动的复杂过程。在实践中，为什么同样是科技型孵化器绩效，却存在创新绩效产出的差异性？【表意不明】如何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更好地促进科技型孵化器产生高绩效？这不仅是孵化器管理者和政府关注的现实问题，也是学术界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2  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2.1  文献回顾
目前，学术界对于科技型孵化器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聚焦于对评定孵化器绩效的研究，二是探讨影响孵化器孵化绩效的因素。
近年来，有学者以区域数据样本为案例，对影响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分析其作用机理，取得了丰富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发现，影响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孟溦等[1]、周恩德等[2]、何帅等[3]认为政府支持等外部环境对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周恩德等[2]、杨博文等[4]、马文聪等[5]认为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强度与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的显著影响；孟溦等[1]、刘彤等[6]、陈红喜等[7]认为高层次人才团队对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及其绩效起核心和关键作用；孟溦等[1]、刘彤等[6]、张凤等[8]研究指出以技术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投入因素全阶段影响新型研发机构绩效创新产出；何帅等[3]、刘彤等[6]、陈红喜等[7]研究体制机制和运作模式对促进新型研发机构绩效创新的影响。
对孵化器绩效的评价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孵化器经济发展或在孵企业成长的评价[9]【无实质性不规范引注。以上引用仅仅是有选择性地提示笔者所阅读参考的主要文献，而所标引注的相应句子表述的其实是笔者调研分析相关文献后总结得出的见解。属于笔者自己的观点并不存在引用；而为笔者观点提供支撑的引文，需要延伸阐述的，引用应有实质性引用，且引用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二是探讨影响孵化绩效的因素[10]【不规范引用。无实质性引用】。在影响孵化绩效的因素方面，杨斌等[11]【根据前文内容和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下同】基于孵化器微观视角，认为孵化器能力是影响孵化绩效的主导因素。
基于TOE（技术-组织-环境）框架的协同作用模型，本研究认为技术因素可以看作孵化器的技术能力基础，组织因素看作管理能力，环境因素看作政府支持。其中，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增加孵化器运营资金，孵化器通过提高内部资金配置效率可提升孵化绩效[12]；科技型孵化器还需要增强自身技术研发能力，走专业化路线，建设生态环境[13]；创业服务主要是指孵化器提供的创业导师指导或管理咨询等服务[14]。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局限在研究单个因素对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的影响和作用，而多个因素联合触发高（非高）创新绩效的内在运作机理仍不清晰，影响因素间的组合作用有必要继续深入研讨。截至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影响政府补贴孵化器绩效的因素研究较少，相关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存在不足。
目前学界研究孵化器绩效的主流方法主要有如：彭纪生等[15]编写了《科技政策量化标准操作手册》，计算创新政策协同对经济绩效的差异化作用；张锦等[16]基于生态系统观，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分析方法构建分析模型进行研究；杜鹃[17]运用数据包络模型对国家级企业孵化器运行效率进行了比较评价；蔡晓琳等[18]利用线性加权平均法与构建模型利用TOPSIS法进行研究；刘宇佳等[19]利用系列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然而，这些方法仅在单一类型因素下进行深入研究，或仅对线性影响因素组合进行研究，忽略了影响孵化器绩效的因素可能有多种，且影响因素组合后并不一定会与孵化器绩效构成线性关系。
综上所述，学者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绩效进行了诸多探讨，为科技企业孵化器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但既有研究大多只是对孵化器内部因素或外部因素进行讨论，而基于内外部因素协同提炼高孵化绩效组态构型并提出相应突围路径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拟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与布尔运算特性【表意不明】。定性比较分析（QCA）法已经在大样本的研究设计中被广泛应用[19]【无实质性引用】，本研究将发挥其擅长处理多种条件组态并发因果非线性关系的优势，通过对广东省广州市内不同的孵化器所获得的补贴或支持等因素进行剖析，对广州市不同孵化器的官方绩效数据进行分析，揭示出较为广泛地被广东孵化器接受的激励因素组合，以期能为有关部门或孵化器运营管理机构提供参考，促进强化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能力，提高科技创新发展速度与资源的利用率。
2.2  分析框架
TOE理论框架是一种囊括了技术、组织和环境3类影响组织创新及采纳新技术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具有较高的概括性、灵活性和实用性。技术因素一般指组织拥有的内外部技术，涵盖了现有技术与已上市但尚未被组织引进利用的技术。TOE理论框架在面世时主要用于分析影响企业采纳创新技术的因素[20]。国内许多学者将TOE框架用于影响因素研究与绩效研究当中，如：陈立军等[21]运用TOE框架研究影响供应链整合的因素；张玉磊等[22]研究颠覆性创新驱动因素，并认为TOE框架可以在管理学领域对创新的驱动因素进行有效地解释；陶克涛等[23]首次运用TOE框架与fsQCA质性研究法，对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领域上使用不同的案例进行组态分析【表意不通达】，研究影响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绩效的条件，得到存在显著差异的驱动路径，并为政府解决公共卫生管理问题提供了合理的建议。综上，国内外学者对于孵化器、创新基地与创新区域的研究较多【“上”的分析中没有体现“创新基地”“创新区域”】，而主流研究方法局限于仅使用单一框架或使用传统定量研究方法或传统质性研究方法，在找出影响孵化器绩效因素后无法解释其内部的因果复杂性，缺乏描述性、系统性、整体性的分析，导致给出的对策也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与实用性。因此，TOE框架可以与fsQCA质性研究方法结合运用，所得到的结论与建议具有较高的系统性、因果性与实用性。但在对孵化器绩效的影响因素的已有研究中，只有较少学者将TOE框架与fsQCA质性研究方法创新地结合运用，也较少有学者将TOE框架用于该领域的质性研究当中。
综上，本研究从整体视角出发，构建技术（T）、组织（O）和环境（E）3个层面的5个影响因素之间的科技型初创企业孵化器创新绩效组态效应模型（见图1），以技术、组织与环境条件相互之间协调作用形成多元组态，找出包含因果关系的路径并提出解决方法，以促进科技型创业企业孵化器的绩效提升，为学者加深对影响孵化器因素复杂机理的理解，解释影响因素与孵化器高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与复杂互动视角的思路，以及对政府应以何种系统性方式提高孵化器绩效问题的解释提供参考。其中：
（1） [bookmark: OLE_LINK95]技术层面，将孵化器拥有的发明专利、著作权等数据整体通过0～1标准化算法合并看作技术能力基础这一概括性因素。对于大部分科技型孵化器而言，其所拥有的技术能力促进基础能科技型初创企业创新成果更快产出与研究的更快转化【表意不通达】，从而实现孵化器的高绩效。张玉臣等[24]认为科技型孵化器对企业内部的研发投入、企业的研发组织对孵化器的绩效有直接影响。张哲勐等[25]认为技术服务属于服务价值链的顶端，而在孵化器所提供的技术中，知识服务的影响是最显著的，且技术服务能够对创业企业的绩效起到促进作用。因此，本研究通过TOE框架，参照《科技企业孵化器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二级指标拟合形成技术能力基础影响因素。
（2）组织层面，包含了创业服务与管理服务两个因素。张哲勐等[25]认为孵化器能为创业企业提供培训、法律、管理等各方面的服务，接受前沿、高水平的企业管理知识，使得创业者能够更好地将精力花费在自身业务、开拓市场与企业运营上，能够使得创业企业的成本有效降低，提高企业效益，从而提高孵化器的孵化绩效。钟卫东等[26]认为外部环境的支持能够提高科技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知水平，从而正向影响初创企业的绩效，促使孵化器达到高绩效水平。赵富强等[27]认为能够提供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服务能够促进孵化器达到高绩效水平。因此，本研究选取创业导师对接企业与在孵企业之比、每千平方米所就职的高素质管理员分别作为创业服务与管理服务的二级指标。
（3）环境层面，涵盖政府支持与政府认定两个因素。资源依赖理论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协同发展的关系。我国的创新创业发展规划对孵化器的支持仍会以财政补贴作为主要手段，使得孵化器内的创新企业和组织的创立、运营与发展都依赖于政府的财政补贴。在政府认定的国家级孵化器或创新基地内，创新企业和组织能够更好地吸纳资金、供应商和客户等各类资源，从而创造合作网络[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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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框架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3.1  样本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研究中的数据均通过与政府合作及实地调研的方式获取，所有数据获取均签署保密协议。在数据选择上，选取了以广东省省会广州市作为代表城市，对广州市内25家【总结部分称“21”家】科技型孵化器（以下简称“样本”）进行研究分析。按照数据保密要求，不能披露孵化器的具体名称。在数据处理上，参考科技部火炬中心【补标引和著录来源文献】2019年印发的《科技企业孵化器评价指标体系》（以下简称“评价体系”），设置服务能力、孵化绩效、可持续发展3个一级指标，综合绩效由以上3个一级指标决定。服务能力由孵化器孵化基金总额代表，孵化绩效由孵化器新增在孵企业数量占在孵企业总数的比例代表，可持续发展由孵化器综合服务收入和投资收入之和占孵化器总收入的比例代表。对服务能力、孵化绩效和可持续发展下的二级指标使用0～1标准化标准分方法来统计归总，所得到的二级指标标准分之和代表对应的一级指标得分，根据评价体系的各一级指标参考权重计算各指标得分，将得分加总，则为孵化器绩效总得分。样本孵化器的基本特征（校准后）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孵化器的基本特征（校准后）
	编号
	是否高新区内
	是否国家级孵化器
	总收入/千元
	使用总面积/m2
	企业总数/家
	技术能力基础/分
	创业服务/分
	管理服务/分
	政府认定/分
	政府补贴/分
	综合绩效/分

	1
	是
	是
	57 346.00
	45 303.00
	110
	0.30
	0.66
	0.97
	1.00
	0.08
	0.11

	2
	否
	是
	11 486.00
	20 783.00
	120.00
	0.05
	0.01
	0.95
	1.00
	0.05
	1.00

	3
	否
	否
	6 922.00
	4 058.00
	41.00
	0.00
	0.01
	1.00
	0.00
	0.05
	0.92

	4
	否
	是
	157 63.00
	24 679.00
	115.00
	0.70
	0.00
	0.95
	1.00
	0.05
	0.19

	5
	否
	是
	17 747.00
	20 703.00
	135.00
	0.70
	0.00
	0.99
	1.00
	0.96
	0.50

	6
	否
	是
	11 940.87
	22 800.00
	133.00
	0.97
	0.94
	0.05
	1.00
	0.53
	0.06

	7
	否
	是
	277.82
	10 648.00
	83.00
	0.22
	0.47
	0.68
	1.00
	0.05
	0.95

	8
	否
	否
	275 925.00
	12 619.00
	50.00
	0.17
	0.31
	0.01
	0.00
	0.05
	0.00

	9
	是
	是
	743 6.71
	10 3901.00
	100.00
	0.00
	1.00
	0.00
	1.00
	0.05
	0.00

	10
	否
	是
	11 250.89
	35 698.00
	106.00
	0.01
	1.00
	0.19
	1.00
	0.84
	0.01

	11
	是
	是
	90 812.12
	394 420.00
	310.00
	1.00
	0.89
	0.00
	1.00
	0.05
	0.98

	12
	是
	是
	27 962.00
	45 000.00
	67.00
	1.00
	1.00
	0.78
	1.00
	1.00
	0.49

	13
	是
	是
	46 380.00
	50 070.70
	123.00
	0.95
	0.00
	0.51
	1.00
	1.00
	0.68

	14
	是
	是
	5 022.30
	26 378.04
	76.00
	0.50
	0.16
	0.01
	1.00
	0.61
	0.68

	15
	是
	是
	17 200.00
	32 000.00
	80.00
	0.00
	0.00
	0.25
	1.00
	0.99
	1.00

	16
	是
	是
	36 224.86.00
	65 524.00
	130.00
	0.00
	1.00
	0.15
	1.00
	0.17
	0.00

	17
	否
	是
	99 783.00
	77 091.00
	80.00
	0.43
	0.99
	0.98
	1.00
	0.50
	0.97

	18
	是
	否
	14 403.30
	20 470.00
	10.00
	0.01
	0.79
	0.98
	0.00
	0.92
	1.00

	19
	是
	否
	749.00
	7 456.00
	20.00
	0.93
	0.46
	0.02
	0.00
	0.05
	0.00

	20
	否
	是
	6 770.00
	15 100.00
	89.00
	1.00
	0.95
	0.06
	1.00
	1.00
	0.75

	21
	否
	否
	7 969.94
	18 740.65
	39.00
	0.63
	0.01
	0.68
	0.00
	0.22
	0.00

	22
	否
	是
	9 909.00
	30 200.00
	76.00
	0.72
	0.05
	0.01
	1.00
	0.76
	0.57

	23
	否
	否
	18 258.57
	45 316.00
	64.00
	0.99
	0.65
	0.00
	0.00
	0.65
	0.05

	24
	否
	否
	3 717.00
	8 900.00
	14.00
	0.00
	0.00
	0.50
	0.00
	0.05
	0.00

	25
	否
	否
	3 980.39
	27 708.00
	98.00
	0.00
	0.50
	0.02
	0.00
	0.05
	0.00



3.2  组态分析
3.2.1   模糊集校准
根据fsQCA原理及软件操作程序，首先将结果和各前因变量原始数据转换为集合，通过校准将原始数据转化为0~1之间的隶属值，该步骤是fsQCA分析的关键步骤，即构造3个定性锚：完全隶属阈值、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阈值。根据Fiss[29]的成果，采用数据分布软件赋值法进行校准，即以样本数据分布的75%、50%、25%值分别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3个锚点，通过fsQCA3.0软件进行隶属度赋值。这种阈值确定方法将数据纵向发展规律纳入考量，使得校准后的基准数据更有说服力。6个前因条件经过模糊集校准后的阈值结果如表2所示（政府认定条件为0、1清晰值），校准后使用fsQCA软件中的校准选项calibrate（待校准变量、完全不隶属阈值、交叉点和完全隶属阈值）进行校准，得到0～1之间的模糊集数据。
	表2  样本变量模糊集结果与条件校准点

	条件（数据处理后）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创业服务
	0.721 1
	0.4098
	0.1395

	管理服务
	0.4811
	0.2801
	0.1584

	技术能力基础
	281.0000
	175.0000
	16.0000

	政府认定
	1.0000
	
	0.0000

	政府补贴
	2498.0000
	503.5000
	0.0000

	绩效
	0.4054
	0.3088
	0.1032



3.2.2  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
首先进行单个前因条件是否为构成高孵化绩效的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必要条件检验。使用fsQCA3.0软件对高孵化绩效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必要性条件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影响孵化绩效的各前因条件对孵化器综合绩效影响的一致性均未超过0.9的主流判定标准，说明这5个前因条件均不能单独产生科技企业孵化器的高孵化绩效。因此，参照Ragin[30]的方法，对5个前因条件进行组合，以获得科技企业孵化器高孵化绩效，对各前因条件进行组合分析。
	表3  样本获得高孵化绩效的单个前因条件必要性检验结果

	变量
	孵化器高创新绩效

	
	一致性值
	覆盖度

	创业服务
	0.441 7
	0.406 7

	～创业服务
	0.610 4
	0.506 4

	管理服务
	0.613 1
	0.622 9

	～管理服务
	0.463 7
	0.354 8

	技术能力基础
	0.513 2
	0.496 4

	～技术能力基础
	0.613 1
	0.487 6

	政府认定
	0.819 4
	0.525 8

	～政府认定
	0.180 5
	0.246 2

	政府补贴
	0.592 1
	0.602 0

	～政府补贴
	0.499 5
	0.381 9



4  研究结果和讨论
在初创企业开展经营活动时，由于其与成熟企业而言存在“新生劣势”，受到创业资源的边际影响较大，而创业资源能够有效提高初创企业的绩效，帮助初创企业更好地存续和发展[31]。余绍忠[32]认为创业资源对创业企业的绩效有直接影响。参考技术-组织-环境模型框架，使用fsQCA3.0在完成单变量分析后，进行多个条件变量组合分析。参考主流方法设定0.8作为一致性门槛值，通过标准化运算对孵化器创业资源进行识别分析，将得到3种条件变量组合分析结果，即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按照一般做法，将同时出现在简约解和中间解中的前因条件作为核心条件，仅出现在复杂解而未出现在简约解中的前因条件作为辅助条件。具体路径如表4所示。

【表内实心圈和空心圈的大小没有区别，应正确表达】
	表4  科技型孵化器孵化绩效影响因素组合结果

	前因条件
	路径1
	路径2
	路径3
	路径4

	创业服务（创业导师对接企业与在孵企业之比）
	
	
	
	●

	管理服务（每千平方米所就职的高素质管理员）
	
	●
	●
	●

	技术能力基础（拥有有效知识产权数）
	
	●
	
	

	政府认定（国家级孵化器）
	●
	●
	●
	

	政府补贴（获得各项财政资助额）
	●
	●
	
	●

	一致性
	0.936 027
	0.824 373
	0.847 534
	0.930 232

	原始覆盖率
	0.254 812
	0.210 816
	0.173 236
	0.073 327

	唯一覆盖率
	0.179 652
	0.129 239
	0.142 071
	0.073 327

	解的一致率
	0.606 783

	解的覆盖率
	0.859 740


注：1）“●”为核心条件存在；2）“[image: ]”为辅助条件存在；3）“”为核心条件缺失；4）“”【体现不出区别】为辅助条件缺失。

4.1  政策主导驱动型组态构型
 政策主导驱动型的组态构型为：政府补贴＊~创业服务＊政府认定＊~管理服务→孵化器高绩效。在此组态构型中，政府补贴发挥核心作用，政府认定发挥辅助作用，而创业服务与管理服务在此构型中不发挥作用，因此本研究将其命名为“政策驱动型组态构型”，主要表现为在广州市内的科技企业孵化器通过政府补贴这一环境因素作为核心驱动力，通过拟合政府相关政策提高政府补贴力度，并将孵化器打造为国家级孵化器，进一步提高政府补贴力度，同时紧跟政策步伐驱动孵化器内部制度体系、孵化器综合服务支持体系等资源的发展与完善，从而降低孵化器运营压力，紧贴政策要求与国家要求，打造符合国家要求的科技企业孵化器，避免发展方向出现偏差，减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漏洞。综上，本研究将该类组态构型孵化器认定为政策导向型孵化器。
对于该类组态构型的孵化器，政府需坚持对孵化器进行补贴，并适当提高对孵化器的其他项目进行扶持，同时增强对孵化器申请国家级孵化器认定的引导。李兆友等[33]认为创新平台建设和组织制度设计是影响孵化基地驱动力的内部保障性因素，将政策互补的“人力资源政策+创新平台政策”“财政优惠政策+产业规划政策”作为配套政策实施可以产生协同效应。综上，政府对该类组态构型的孵化器应当坚持提供给资金补贴，同时在政策层面进行顶层设计与修正，促使孵化器高效运转，实现高绩效。
4.2  “三力”协同驱动型组态构型
“三力”协同驱动型的组态构型为：政府补贴＊管理服务＊技术能力基础＊政府认定→孵化器高绩效。在此组态构型中，管理服务与政府补贴发挥核心作用，技术能力基础与政府认定发挥辅助作用，本研究根据TOE理论框架将其命名为“‘三力’协同驱动型组态构型”，主要表现为广州市内的科技企业孵化器通过环境因素之一（政府补贴）与组织因素之一（管理服务）作为核心驱动力。回看符合该路径的样本得知，该类型孵化器在技术研发上投入的资金占总支出比重均较大，引进高素质人才占总员工数较大，因此，本研究认为该类孵化器为依靠政府补贴与提高管理服务能力从而提高技术能力的研发导向型孵化器。这类孵化器在政府补贴力度较高、高素质人才吸引力较强的核心条件下，通过提升技术能力基础和对政策的拟合所获得国家认定吸纳更多的资源，能够达到孵化器的高绩效水平。综上，本研究将此种组态构型的孵化器认定为研发导向型孵化器。
此类组态构型在TOE框架中，环境因素与组织因素为主要驱动力，协同技术能力实现高绩效。样本中，通过管理服务、政策环境、技术能力基础等资源要素驱动的孵化器，需要孵化器管理部门或政府官方将相关技术支持体系、服务支持体系、政府支持体系等资源有效聚集，使交易成本减少。在具体实施方面，政府应当将政府补贴与政府认定双管齐下，并促使孵化器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对财政补贴的使用进行一定的规制，确保孵化器在技术能力的提升上有合理的支出，实现孵化器高效率运营与高绩效产出，从而促进整体创新创业环境优化与实现经济增长。
4.3  环境信号驱动型组态构型
环境信号驱动型的组态构型为：政府认定＊管理服务＊～创业服务＊～技术能力基础＊～政府补贴→孵化器高绩效。在此组态构型中，政府认定发挥核心作用，管理服务发挥辅助作用，本研究将其命名为“环境信号驱动型组态构型”，主要为政府认定在客观条件上并没有直接给予孵化器资金或技术上的帮助，仅仅是为其赋予了一个称号，因此不认为其属于政府资助类的环境因素，认为该类孵化器在获得政府认定后可向外界释放“高可信度”的信号，从而在主观上获取一定的资源或优势，提高自主管理水平与自主发展能力，从而获得孵化器高绩效。综上，本研究将组态构型孵化器认定为自主发展型孵化器。
该组态类型的孵化器较为特殊，驱动其取得高绩效的因素仅有政府认定与管理服务，其他因素均不产生驱动或协同效果。在TOE框架中，环境因素为核心驱动因素，组织因素为协同驱动因素，技术因素缺失，因此，政府在管理此类孵化器时，应当重视构建孵化器的区域性创业生态环境，引导此类孵化器拟合称号认定，尽可能地给予更多的荣誉称号；同时，政府应督促其提升自身管理能力，并在该类孵化器集中区域不定期开办管理类讲座，举办创新创业管理文化沙龙，使得信息在区域内高活性流通，促进孵化器高绩效产出。
4.4  服务能力驱动型组态构型
服务能力驱动型的组态构型为：政府补贴＊管理服务＊创业服务＊～技术能力基础＊～政府认定→孵化器高绩效。在此组态构型中，政府补贴与管理服务发挥核心作用，创业服务发挥辅助作用。该组态构型的孵化器与路径二【指代不明】的区别在于技术能力基础与政府认定对孵化器的高绩效并没有发挥作用。从样本可以得知，虽然该组态构型的孵化器属于科技型孵化器，但其并不依靠技术能力基础孵化初创科技企业，而是将大部分的运营资金投入到了创业服务中，而运营资金有较大比例来自于政府补贴，从而构成了利用政府补贴发展创业服务，获得孵化器的高绩效水平。综上，本文研究将该类组态构型的孵化器认定为服务导向型孵化器。
5  结论、启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广州市内的25家科技型孵化器内部数据为样本，借助TOE理论框架模型，运用组态思维和fsQCA方法整合上述3个层面【指代不明】5个条件因素，探讨了影响科技型孵化器绩效的多维组合因素和促进路径机制。研究的结论包括：（1）通过使用fsQCA3.0软件对科技型孵化器绩效的必要条件进行检验，发现科技型孵化器绩效受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而非某一个因素单一的影响。（2）实现科技型孵化器高创新绩效的路径有4条，即政策主导驱动型组态构型、“三力”协同驱动型组态构型、环境信号驱动型组态构型和服务能力驱动型组态构型。（3）在4条高创新绩效路径中，其中3种构型中政府补贴都发挥了重要驱动作用，但仍有一组构型政府补贴并无驱动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政策制定者可以根据科技型孵化器现有资源配置要素现状，对比实现科技型孵化器高创新绩效的4条路径，从技术因素、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三方面进行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实现高创新绩效。此外，结合研究结论，孵化器管理部门的激励政策应当继续以政策补贴为主，运用合理的管理原则提高孵化器运营效率的同时并不会增加孵化器管理部门的管理负担。
5.2  研究贡献【论文以反映笔者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为主，避免自评，相关内容可融入结论及讨论部分，通过深入讨论来体现本研究的价值】理论意义
（1）本研究提出了可用于科技型孵化器高孵化绩效的提升路径研究的新理论模型——TOE模型，通过对TOE理论模型的借鉴应用，对孵化器高绩效水平的复杂形成机理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更为实用与规范的理论视角，将众多影响孵化器绩效水平的因素依据TOE框架的定义与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进行归类，同时丰富了TOE理论模型的实践案例。
（2）本研究丰富了孵化器绩效影响因素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工具箱。目前在该领域主流的研究方法为以线性关系为主的定量研究或者以案例为主的定性研究两类方法，因此，fsQCA结合TOE理论框架工具包的引入弥补了以往文献在该研究领域方法的不足。
5.3  管理启示 
（1）在孵化器自身发展方面，可以从“技术-组织-环境”三方面协同作用考虑进一步完善新型研发机构的顶层设计，构建资源获取与资源驱动生态闭环，完善孵化器内部资源运行机制，以具有整体性、因果性的组态视角来思考实施何种组合路径促进科技型孵化器产生高孵化绩效，基于此，可以通过构建政策、产业、学术、研发、服务的多维度、全视角联动发展体系，探索技术研发、人才管理、创业运营等创新创业体制，促进科技型孵化器的高质量发展。
（2）在政府扶持与政策制定方面，可以基于“技术-组织-环境”体系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分类扶持不同发展路径的科技型孵化器。首先，政府或孵化器管理部门应保证投入充足的经费提高孵化器与科技型初创企业的运营信心与运营能力，同时增加对孵化器与初创企业的荣誉认定，鼓励其参与、建设创新创业生态圈，协同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其次，通过构建多元化发展机制，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本、创新创业主体参与，促使孵化器孵化效益外扩，推动“全民创新、万众创业”目标落实，从内外部直接或间接促进科技型孵化器孵化绩效的提高，共同助力其可持续发展。
（3）孵化器管理部门需要对孵化器进行分类管理。本研究得出的4种组态构型中，有3种构型中政府补贴都发挥了核心驱动作用，但仍有一组构型中政府补贴并无驱动作用。不同的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区别较大，将不同类型的孵化器使用统一的管理模式虽然便于政府管理，但不利于孵化器高效运转。因此，建议根据TOE理论框架，孵化器管理部门可将孵化器分为技术因素主导、组织因素主导、环境因素主导3个大类，对不同类型的孵化器制定不同的管理政策或管理模式。
5.4  研究不足与展望
虽然TOE理论框架可以适用在各个行业方方面面的分析当中，但仍有不足的地方。例如，该框架未包含文化建设、社会责任、公共关系等方面的影响因素，未来可以从更多方面或从主客观角度的影响因素探讨其对孵化器绩效的影响。另外，受限于全国范围内获取数据较为困难，本研究也仅针对于广州市内的21家【前后不符】孵化器作为样本，对外部效度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未来可收集更多孵化器的数据，对不同类型、不同主体等的孵化器高孵化绩效路径进行研究。最后，在后疫情时代，为了提高孵化器在疫情影响下的存活能力，从而间接提高孵化器绩效，未来可以对孵化器抗击疫情的治理体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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